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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翻译翻译翻译““““现代性现代性现代性现代性””””：：：：瞿秋白思想探索瞿秋白思想探索瞿秋白思想探索瞿秋白思想探索    Florent Villard, Université Jean Moulin Lyon 3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二十世纪初他作为《晨报》的特派记者，先后在北京和莫斯科得到了意识形态和知识方面的培养。二十年代，他成为党的重要政治理论家。由于二十年代末革命活动的失败，在一九三一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受到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批判而被排挤出中央领导机构。 从这个时候起，他放弃了政治活动转而开始从事文艺、语言和文字方面的理论探索。在其自传《多余的话》中，瞿秋白认为他本身是个文人，从事政治活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五年被国民党势力处决，作为中国左翼的主要文艺批评家，瞿秋白参加了当时的很多文艺争论。1 这篇文章主要从瞿秋白的政治计划和意识形态立场，讨论他对翻译实践和理论的一些看法。 思考翻译其实是思考两种文化，两种语言，两个文本或两个词语之间的关系和差异。研究翻译的学者都知道，翻译并不仅仅限于一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亨利· 麦斯科尼克（Meschonnic）对翻译与语言的关系有这样的一句话：  语言是一个言语系统，它识别出介于一种文化、一种文学、一个民族（peuple）、一个国家（nation），以及诸多个体及其相应的实践之间错综复杂的混合体。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从“翻译”一词的语言学意义上讲，是把在一种语言所讲的传递到另一种语言中，如同下述内容，停留在语言上的合适之意是短促的。2  我想阐述一下瞿秋白的翻译思想如何受到了历史以及他的政治哲学理论背景的影响。                                             1 有关瞿秋白的一生，参考 Paul G. Pickowicz, 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a : The Influence of Ch’ü Ch’iu-pai, Berker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韩斌生, 文人瞿秋白,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 2 « La langue est le système du langage qui identifie le mélange inextricable entre une culture, une littérature, un peuple, une nation, des individus, et ce qu’ils en font. C’est pourquoi si, au sens linguistique du mot, traduire, c’est faire passer ce qui est dit d’une langue dans une autre, comme tout le reste suit, le bon sens qui s’arrête à la langue est court. », Henri Meschonnic, Poétique du traduire, Lagrasse, Editions Verdier, 1999,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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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要讲的是瞿秋白如何从历史和时间的角度，来看他的中国位置和西方“现代性”之间的一个有历史性的文化差异。他对中国三十年代语言异质性的表述与批评如何动摇了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翻译的稳固关系。最后，我想探讨一下作者怎么在理论上解决翻译所产生的差异问题。对瞿秋白来说，翻译成一个正在形成的口头的、不保留过去语言踪迹的中国的普通话才可以消灭翻译过程所产生的差异。  从时间的角度解释差异从时间的角度解释差异从时间的角度解释差异从时间的角度解释差异        美国人类学家米格诺罗（Mignolo）对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差异之间的关系有这样的一句话: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分析上所做出的无可非议的贡献，不应该与他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他者”场域以及走出其系统之外时的盲目相混淆。按照杜塞尔的说法，马克思只从整体性（“同类”和作为工人阶级的“他者”）的角度来思考，而不太注意相异性，即这一系统的外在性。3  否认文化差异，强调一个有全体性的马克思主义是典型的后殖民批判。我们在这里根本不要强调一个有本质性的文化概念而只是要指出马克思主义对文化认同的一个基本的弱点。上面的话直接涉及瞿秋白思想的认识论的基本。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本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瞿秋白的思想在历史文化空间上有所不同。马克思并不了解非西方社会，他的思想更多地受到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所以他对“他者”的历史、文化、语言和符号系统并不刻意关注。相反，尽管瞿秋白也有一个有全体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这是说他根本没有意识到米格诺罗 (Mignolo) 所说的 “体系之外” (exteriority of the system)，但是他还是位于一个“他者”的历史文化空间中。瞿秋白的文化历史和语言的立场使他非常明显地注意到这些可见的差异，比如语言的差异，文字系统的差异，以及中国当时语言文字很不稳定的形势和欧洲国家已经官方化并同质化的国语的差异。                                             3 “Marx’s unquestion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analysis of the functioning of capitalist economy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Marx’s sightless when it came to the location of « the other » (el otro) and the exteriority of the system. That is Marx, according to Dussel, only thinks in term of totality (« the same » and the « other » which is the working class) but is less aware of alterity, the exteriority of the system.”, Walter D. Mignolo, Local Histories/Global Designs: Coloniality, Subaltern Knowledges, and Border Think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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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瞿秋白来说，他所看到的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差异，比如文艺的不同形式，都是时期不同的差异，而从唯物主义角度来看，这些时期不同的差异只是经济社会状态不同的差异，或者说生产方式的差异。各个不同的社会历史空间之间的文化差异都可以按历史时期来划分。引用费边 (Fabian) 的话，我们可以说瞿秋白像中国三十年代大部分的“五四”知识分子一样，否认中国和欧洲的同时间性 (denial of coevalness)，这样一种“同在否定”使得空间性被时间性所吸收。4 瞿秋白对文艺与语言文字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种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影响。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演变同中国文化语言上的变化都是通过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分析的。他的历史唯物论让他想象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时间的过程，想象中国社会正在趋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就是他所说的“现代社会”或“新社会”。 其实，瞿秋白对一个线性的历史的表像被他的中国位置复杂化甚至于否定。社会与文化的变化，“新”的呈现不仅被看作一个时间的过程，也被想象作为一个空间的、地理的移动。就是说资本、机器、人、文艺形式、概念、意识形态、话语、文本等等从欧洲移动到中国。在瞿秋白的写作中，我们发现他自己也意识到一个我们今天可以说有殖民性的历史。他在三十年代初所写的文章讨论“五四”文艺的殖民性，比如他有一篇谈“五四”文艺的文章的题目是“欧化文艺”。5 这个题目和文章的内容讨论和批判欧洲对于“五四”文艺形式和“五四”文学的语言的影响。其实，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瞿秋白的文本、理论话语的词汇、认识论以及他对欧化的不断的思考，证明当时在中国的文化领域中西方的存在。  尽管“五四”文艺和“五四”的新白话文被瞿秋白看作是欧化的，我们不能把他的意见简单等同于文化民族主义的批判。按他的看法，欧化等于现代化，这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问题在于文艺形式和语言文字的真正的欧化过程仅限于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界。因此而导致了文艺界与他所说的中国群众之间的差别。                                            4 Johannes Fabian, Time and the Other :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5 瞿秋白, “欧化文艺” (1932), 文集 1, 1985, 49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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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他觉得新的“五四”文艺和语言没有大众性和民族性。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将他和葛兰西进行比较。意大利的知识分子在同一个时代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说意大利的文学根本不是大众的，也不是民族的。7 用乔斯丹尼士 (Jusdanis) 的话，我们可以说，中国当时处于一种“迟到的现代性” (belated modernity)。8“迟到的现代性”的一个特点是民族国家在文化语言方面的创造者即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通过代表现代性的西方社会与文化来建构一个民族文化。  语言的多样性与混杂性语言的多样性与混杂性语言的多样性与混杂性语言的多样性与混杂性        这种时间性的语言、文化差异表现对瞿秋白的翻译理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同时，他从这个历史唯物论的认识论来解释与批判中国当时的语言学情况。在他的文章中，他好像站在当时中国范围内一切写作作品 (他在报纸、文学作品、官方文件等中寻找例子)与口头语言之上来察觉一个很复杂、很混杂的语言学情况。法国语言学家勒赛克勒 (Lecercle) 讨论英语的时候，为了避免“语言”有同构型和抽象性含义的语言学概念，而使用“语言学团体” (formation linguistique)这个概念来表述“英语”的多元性和混杂性。9 我们可以说瞿秋白描写一个在中国的“语言学团体”。他批判一个他看来在语言上很不稳定与非常混杂的情况。首先在口头上，没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或者说一个全国的“普通话”或“国语”，但是他说有一个讲“文化生活”的“中国普通话” (靠近以前的官方的语言，即官话，和最近十五年被知识分子创造的国语)，同时也有各个地方的“区域的普通话”(方言和土话)。10 在文字方面，瞿认为中国在同一个历史时间存在各个不同的文字。对瞿秋白来说，文字问题根本不限于文言与白话之间的区别。他经常说中国当时有四种不同的文字，即语言的                                            6 “中国人的文艺生活显然划分着两个等级，中间个隔着一堵万里长城，无论如何都不相混杂的. “, 瞿秋白, “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 (1931), 文集 1, 1985, 462-463. 7 Antonio Gramsci, Letteratura e vita nazionale, Rome, Editori riuniti, 1996, p. 123; 刘康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研究过两个学者的共同点并他们在学术界的不同地位：Liu Kang, Aesthetics and Marxism: Chinese Aesthetic Marxists and their Western Contemporar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8 Gregory Jusdanis, Belated Modernity and Aesthetic Culture: Inventing National Litera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9 Jean-Jacques Lecercle, Une philosophie marxiste du langage, Paris, PUF, Actuel Marx Confrontation, 2004, p. 196. 10 瞿秋白，“中国文和中国话的现状”, 文集 3, p. 276, p.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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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形式。这四种不同的文字，他有时候称为“文腔” 11，有的时候成为“中国文”：  直到现在还保存着各种不同的中国文：是纯粹的古代式的汉文文言；是用文言适合现代生活的时文文言；是夹杂着文言的明清时代的旧式白话；是夹杂着文言的新式白化. [。。。] 因此，现在的所谓中国文是很模糊的一个字眼。中国文不但和中国话不同，而且同时存在着好几种中国文。从问题的不同变成了几种性质不同的文字。12  这个混杂的语言学情况有各个不同的成分: 典型的文言文、新的文言文、旧白话文、“五四”的新白话文、外国文的词汇与文法的影响。作者既从社会、从文学与文化历史角度来分析这些文字形式，但是他也用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语境来解释和描写这些文腔。 他在同一篇文章里引用了报纸上同一天的不同文章来证明这些中国文存在于中国的当代时刻。13 对他来说，这些文字形式代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是当时文本里所存在的过去的痕迹。他的另一篇文章还是呈现这些不同的言语有一个很能反映他的视野的题目：”中国文学的古物陈列馆”。14 因此，他的批判针对一个有历时性的混杂情况而不是一个同时性、空间、文化的混杂。比如他用时间形容词来定义这些文字，同时他说这四种文字中国文在于“一种古代和现代两种不同的文字混杂到不堪”。谈到“五四”文学的语言时，瞿秋白称其为一个“不今不古”的杂种的书面上的文字。他批判文言文与口头上的白话文的词汇与文法的混杂，和拉丁语与欧洲国家当代的国语的混杂比较起来。15 历史唯物论以及使他重视口头语言而轻视书面语的语音中心主义构建了他的批判话语。他的语音中心主义让他把文字作为一个直接和纯洁的口头语言的代表。这个被德里达 (Derrida) 批评的观点以为，可以存在一个口头语与文字之间非常纯的关系，一个从口语到文字不产生任何差异的过程。16 我觉得瞿秋白对口                                            11 瞿秋白，“中国文学的古物陈列馆”(1931), 文集 3, 251-256. 12 瞿秋白，“中国文和中国话的现状”, 文集 3, p. 273-275. 13 瞿秋白，“中国文和中国话的现状”, 文集 3, p. 279. 14 瞿秋白，“中国文学的古物陈列馆” (1931), 文集 3, 251-256. 15 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 (1932), 文集 3, p. 15. 16 Jacques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aris, Minuit, 1967 与 Positions, Paris, Minuit,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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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与文字之间的关系和他的唯物论哲学有密切关系。口语直接反映现实，文字直接反映口语。而且对瞿来说，书面上的言语和口头上的言语之间的不一致产生一个历史的差距。文字好像是完全固定的，相反，口头的言语有历史性，它们陪伴社会的演变，总是打上了当代的烙印。因此，对瞿来说用书面上的言语不可能来准确地反映现实。  问题不在于外国文的影响。由于过去的词汇、文法、文字制度还存在于当代的文本，所以中国的言语处于一个混杂的状态。 瞿秋白觉得三十年代语言学方面的情况非常不正常，但是他以为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作者等待历史的过程会消除语言学方面过去的痕迹和这个混杂的状态，他等待历史会产生一个有同质、共时性的，单独的中国文。  翻译吧，但是在哪种语言翻译吧，但是在哪种语言翻译吧，但是在哪种语言翻译吧，但是在哪种语言    ？？？？     瞿秋白对林纾和严复在十九世纪末所翻译的文学、哲学、政治经济等作品的评论，让我们了解到他赋予了翻译一定的政治功能，并且为了形成一个中国的本土语言，他把外国语言和词汇作为很重要的工具。 在给鲁迅写的一封信中，瞿讲述什么是一个正确的翻译，他同时批判严复和赵景深的一些典型的观点(严复的“信、达、雅”)，(赵的“宁错而务顺”)。17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瞿对这些翻译家的著作的研究，超越了典型的翻译理论问题。在评论严复所翻译的斯密斯《国富论》的一段节选的时候，瞿秋白解构了翻译中“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最传统的关系。18为了批评严复的翻译，他在文章中写了斯密斯的文本的三种不同的翻译。他们代表当时所存在的不同的中国文 (文言文的严译，现在中国文，半文不白)。瞿秋白在同一个文本里展出这些不同的翻译显示出当时“中国文”这个概念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酒井直树 (Naoki Sakai)有关日本的历史情况的描述，出色地论证了在建设和形成一个国语概念的                                            17瞿秋白,“论翻译” (1931) 与  “再论翻译”, 文集 1, 504-530.  18 为了避免这两个概念，刘禾提出了“住房语言”与“客房语言”的概念，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 China 1900-1937,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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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过程中，一个文本及其翻译的共同表现起到的重大作用。日本学者通过这个研究透露国语这个概念的历史性、混杂性和相对性。通过指出日本的国语被创造与体制化之前存在各个不同的文体和书面上的形式，他论证民族国家语言的内部多元性的消失是一个历史性的建构。  概念性的差异可以存在于不同的文体之间……这些差异体现在体裁之间，但是表明国语出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在翻译体制内可以被配置性地表征的一般差异，均被包含进国语的一般性；这些体裁只能被当作日语之类属内部的种类。19  瞿秋白从历史的角度来确认一个同质的、标准的、全国的口头语言的不在场。书面上的多元性、口头上的多种语言和言文分歧的一切问题都跟中国当时的特殊历史时期有关。对作者来说，中国在语言学方面只在于一个临时的“过渡时期”的状态。等到历史自然产生一个全国的普通话。瞿对语言的混杂性的批判受它的历史决定论的影响。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经济交流的扩展会逐渐地形成一个全国的中国普通话，一个大众的、无产阶级的、现代的语言：  而无产阶级在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里面, 在现代化的工厂里面, 它的言语事实上已经在产生一种中国的普通话 (不是官僚的所谓国语) ! 容纳许多地方的土话, 消磨各种土话的偏僻性质, 并且接受外国字眼, 创造着现代科学艺术以及政治的新的术语. 同时，这和智识分子的新文言不同。20  可是，我们不应该误解他的观点。瞿秋白坚决反对当时的部分知识分子或政治家所提倡的国语这个概念。他批评了一个被国家政权确定的语言说：  所谓国语,我只承认是中国的普通话的意思. [。。。] 这样, “ 国语 ” 一个字眼竟包含着三种不同的意义 : “ 全国的普通话”, “本国的(本民族的)言语 ”, 和 “ 国定的言语 ”, 所以这个名词是很不通的. 我们此地借用胡适之的旧口号, 只认定一种解释的意思—就是 “ 全国的普通话 ” 的意思 (自然，这第一种解释是和第二种解释, 就是 “ 本国的言语 ”, 可以同时并用的). 至于第三种解释—那时我们所应当排斥的. 21                                              19 “Conceptual differences canbe posited between one style and another […]. These differences can be marked between genres, but what characterizes the emergence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is that generic differences that can be represented cofiguratively in the regime of translation are all subsumed under the generality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 these genres have to be perceived as the species within the genus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 Naoki Sakai, Translation and Subjectivity: On « Japan »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1997, p. 16. 20 瞿秋白, “大众文艺的问题” (1932) , 文集 3, p. 17.  21 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文集 3, p.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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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还是想象将来的一个按照正在形成的全国的普通话创造的一个罗马字母的中国文。他预见一个共同的语言，这个语言是一个正在逐渐形成的东西：  现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了; 就是说普通话已经开始存在了，已经开始了它的 becoming的过程.22  本雅明 (Benjamin)在有关历史概念的论点的文章中，提出了法国历史学家库兰治 (Fustel de Coulanges) 的理想化的建议：为了更好地了解一个时期，历史学家应该忘掉他对这个时期以后的历史过程的知识。然而我们今天在分析瞿秋白的三十年代的文本时，无法消除历史，也不容易忘记当代的中国语言就是说“汉语”、“国语”或“普通话”，这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的事实而且也是一个被定义、被标准化、官方化的语言。用法国哲学家卡斯道里阿迪斯 (Castoriadis) 的说法 “中国语言”或者英语的“the Chinese”，法语的 “le chinois”,是一个“社会想象的建制”(Institution imaginaire de la société),一个我们不可怀疑的现象。23因此,从当代的角度来看，我们很难去想象中国三十年代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化的官方语言，即我们今天所说的 “国语”或 “普通话”。   谁是谁是谁是谁是 “ “ “ “中国读者中国读者中国读者中国读者””””    ????     一个全国的普通话的建构与翻译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是瞿秋白无法分割开来的两个问题。翻译实践有一个直接的政治目的。翻译应该参与现代文化即“国际文化”在中国的大众化甚至于帮助破坏已有的统治的文化霸权。按瞿秋白所说,翻译者不但以向中国读者介绍马列主义革命观点与外国现代文学为目的,还要帮助中国现代的普通话的形成,使现代社会的字眼与新的表现方法进入正在发展的中国文。其实,目标语言不应该是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与作家圈子的文字。翻译者的任务在于用一个可以容纳日常生活的语言,一个口语的活着的语言,代替并废除书面的中国文。瞿秋白说，为了体现中国当时伟大的社会变化，即他所说的                                            22 瞿秋白，“致迪兄”，文集 3， p.333. 23 Cornelius Castoriadis, L’institution imaginaire de la société, Paris, Seuil,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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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社会阶级等等，必须创造很多新的词语、字根、概念。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变成 “仓颉”：  一般地说起来，不但翻译，就是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样，现在的文学家，哲学家，哲学家，政论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现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有的新的关系，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观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 “仓颉”24  按他的历史视角来看，中国正在呈现的新社会在资本主义的欧洲已经存在，欧洲走在历史的前方，因此,欧洲语言反映这个新时代而且具有中国所需要的新的词汇与表现手法。他有一句话说: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 应当用正确的方法实行欧洲化. 中国言语的欧化是可以的, 是需要的, 是不可避免的.25  翻译, 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 新的句法, (…) 因此, 我们既然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 我们对于翻译, 就不能够不要求 : 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 26  其实,在这里,欧化这个概念尽管具有一个空间的意义,按瞿秋白的认识论来讲，欧化还是现代化的一个同义词。翻译欧洲文学以及欧洲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例如斯密斯，等于把 “现代性”或瞿所想象的现代时期的言语介绍到中国。 可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的建设与新的当代社会的词汇，比如瞿秋白所说的 “文化的字眼”（即，政治、科学、艺术、文艺的新的字眼）都在使用瞿秋白所批评的混杂的中国文即“五四”“非骡非马”的白话文。 这个 “现代性”,比如新的概念与词汇，自然地通过瞿所说的知识阶级的文字进入中国的文化领域。“现代性”被他们翻译成这些瞿秋白眼中死亡的或幽灵的文字而垄断。                                             24 瞿秋白, “论翻译” (1931),文集 1, p. 508.  25 瞿秋白, “鬼门关以外的战争”, 文集 3, p. 166. 26 瞿秋白, “论翻译” (1931),文集 1, p.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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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时欧洲语言与中国书面语言之间的时代差异，也是语义学差异的后果。瞿秋白说，由于文字本身的限制，严复根本无法把斯密斯的文本准确地翻译。他说：  严又陵把斯密斯的意思弄得很模糊，使读者看不清楚。[。。。] 古文的文言没有可能实现真正的 “信”的翻译。27  瞿秋白从来没有想象翻译所产生的意义上的差异跟某种语言的文化历史语境有关。要一个译文不等于原本就是因为两种语言位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因此，对瞿来说，原本翻译成中国当代的语言即口头上的语言，才可以把翻译实践所产生的差异消除。在他向鲁迅写的信中，瞿有一句话说：  我的意见是 : 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 完全正确地介绍给中国读者, 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本得来的概念28  这个意见透露出瞿秋白对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的语义学上的一致性的虚幻的可能性。他想象一个根本透明的能指，这样一个可以不产生改变的翻译。瞿秋白的认识论站在一个包括一切的符号世界之内，他觉得可以把概念运输到不同语言，从一个能指到另一个能指，在一个全部的一致性当中。引用上面瞿秋白的说法，我们可以提一个问题：要概念从英国、俄国等等读者移动到中国读者，谁是中国读者？翻译者应该翻译成中国读者的哪种语言？进一步说，要像严复一样的翻译者的文字与中国读者的语言不同，那么翻译者怎么可以把自己作为一个历史主体与他的语言躲开，使中国读者单独与原本的翻译在一起？瞿秋白所理想化的中国读者是一个将要说和读在一个新中国的普通话的人。瞿的中国读者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分散的，正在形成的语言学共同体。中国读者属于一个潜在的语言学共同体，并且它的语言作为一个同质的、标准的、抽象的共同语言还是不存在。相反的，翻译者是一个十九世纪末的文人或二十世纪初的知识分子，他的写作，他的文笔，他的词汇，他的文化，他的审美观，他所属于的文艺传统，他的历史                                            27 瞿秋白, “再论翻译” (1931)文集 1, p.528. 28 瞿秋白, “论翻译” (1931)文集 1 , p.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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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等等都在他的文本当中有所表现。翻译者位于文化历史之中。我们可以说瞿秋白当时想把翻译者的这个历史性的痕迹消除，而这样消除翻译所产生的变化与差异。翻译者的文本与瞿秋白所想象的理想的中国读者所应该接受的文本的区别等于麦斯科尼克 (Meschonnic) 所提出的对比：有历史性的话语与文本和一个非历史的、普遍的、抽象的语言。瞿秋白想象一个真正形成的抽象的语言，而把一个有历史性的主体的写作与话语当作过去的、正在消除的言语。29   最后，通过瞿秋白有关新词的话语，我想进一步提出他思想的一个矛盾。刘禾在 Translingual Practice 这一本书中，有一句话说：  因此，在概念从客房语言过渡到主房语言时，意义的“转变”远非其在后者的地方语境中被加以创造时多。在此意义上，翻译不再是一件未被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张所触及的中立事件。30  从这句话中，真的可以体会到瞿秋白思想中有关翻译与新词的一个侧面。他经常用“创造”这个词来讨论新词问题，而且他深刻地意识到在 “客房语言”当中所需要的一个用以创造新词的过程。他也知道这个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相反他仔细地讨论新词创造的过程。对他来说，中国当时大部分的新词都是他所说的“文化的字眼”。中国人非常需要这些字眼来表现他们日常生活的新的现象、新的社会关系。但是怎么创造群众可以吸收的新词？就是他提出的一个问题。他坚决批判用文言或书面上的语言来“杜撰”新词的知识分子。用一个高雅的、书面上的语言来创造新词，不可以让中国的群众深刻与科学地了解社会现象。他说：  例如给工人群众讲政治经济学的时候，象“工钱”， “租钱”之类的名词，一定比较 “工资”， “地租”等类的字眼容易解释得多，他们可以极容易的从日常生活的言语的概念，进一步而了解科学的概念.31                                              29 Henri Meschonnic, Poétique du traduire, p. 86. 30 “Meanings, therefore, are not so much « transformed » when concepts pass from the guest language to the host language as invented within the local environment of the latter. In that sense, translation is no longer a neutral event untouched by the contending interests of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struggles.”, 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 China 1900-1937,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6. 31 瞿秋白，“再论翻译”, 文集 1, p.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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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创造新词有一个非常政治化的意义。通过翻译  “wage” 的实例，他叙述了其历史上的翻译过程：  例如中国的经济学家先从英文里知道了这个字眼，然后再由严复再“说文”理发现一个“庸”字来翻译它，后来，又在日本文里发现了“凭银”，再后来又在“康熙字典”里找着了“工资”两个汉字，最后，忽然间在上海工厂里发现了“工钿”、“工钱”这么一个很不高雅，可是很简单通俗的字眼。32  他所批判的 wage的翻译都是从书面上出来的新词 ; 都是跟现实，跟日常生活没有关系的字眼。唯一一个准确的翻译是从社会当中呈现的工钱。我觉得，对瞿来说工钱的优点不只是因为它是从工厂里出来，从群众的日常生活出来而是由于它其实不是一个翻译，而只是一个反映上海工人所经历的现象的词。在这里可以与英文的 wage找一个等同的、透明的表示 wage的这个概念的能指。   

                                            32 瞿秋白，“新文字的中国文(Sin-Zongod wenze gemin)”, 文集 3, p. 301.  


